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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刘泽华是新时期中国史学界具有方法论自觉的学者之一，他先后提出“阶级—共

同体综合分析”“阴阳组合结构”“思想与社会的互动”等方法。“阶级—共同体综合分析”研究

法既承认阶级关系的合理性，又凸显共同体的复杂性，具有超越“唯阶级论”和“非阶级论”的学

术旨趣。“阴阳组合结构”研究法揭示了中国传统思想命题的组合性特征，凸显组合命题的主辅

关系和阴阳关系，纠正了思想史研究中抽象继承法的局限性。“思想与社会的互动”研究法凸显

思想的社会性、社会的思想性、社会与思想的同一性，意在打破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之间的学术隔

阂。刘泽华的史学方法论具有两个基本特征: 重视唯物史观的理论启示，强调历史学实践的理论

概括。
【关键词】 刘泽华 阶级—共同体综合分析 阴阳组合结构 思想与社会互动 唯物史观

史学的更新与发展，离不开自觉的方法论建设。因为“史学方法不仅指引史学家种种史学技术，

尤其为史学家指引一些极有价值的史学原理”。① 审视当代中国史学研究的现状可以发现，史学方

法论建设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有学者甚至感叹道:“方法论观念淡薄，是中国史学界致命的

弱点之一。在不少学者那里，似乎方法或方法论的研究，新方法的尝试和探索，都应该是史学理论学

者的事情。可以说，缺乏方法意识是中国史学长期沉闷、缺乏重大创新性成果的主要根源之一。”②

这种现象应该引起学者的反省与关注。
刘泽华是当代中国史学界具有自觉的方法论思想，并将其落实到历史学实践中的学者之一。他

指出，“一门学科的重大突破往往有赖于研究视野的扩大和研究方法的创新……一切自我锁定研究

视野、研究方式和研究方法的做法都是不足取的。”③整理刘泽华的方法论思想对于当下史学方法论

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学界主要是从宏观层面讨论王权主义学派和刘泽华的学术思想，对于刘

泽华的史学方法论略有涉及，但缺乏深入性和系统性。④ 李振宏首次从这一角度考察了王权主义学

派的方法论，分析了“在矛盾中陈述历史”的方法论思想，⑤对认识刘泽华的史学方法论具有一定启

示。但该文侧重王权主义学派，而刘泽华只是其中的学者之一。此外，刘泽华的方法论思想不仅包

331

①

①

②

③

④

⑤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20 世纪中国史学通史》”( 项目编号: 17ZDA196) 的阶段性成果。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 页。
李振宏:《当代史学平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91—192 页。
刘泽华:《中国古代政治学说史研究对象与方法》，《刘泽华全集·历史认识论与方法》，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372 页。
葛荃:《刘泽华先生的治学与思想视界》，《南开学报》2019 年第 5 期; 李宪堂: 《王权主义反思学派的理论与方法》，《天津社会科

学》2019 年第 2 期。
李振宏:《在矛盾中陈述历史: 王权主义学派方法论思想研究》，《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7 年第 5 期。

*



史学理论研究 2022 年第 2 期

括“在矛盾中陈述历史”，还有更加丰富的内容。本文拟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考察刘泽华的史学方

法论思想及其理论意义。

一、阶级—共同体综合分析

在刘泽华的方法论思想中，“阶级—共同体综合分析”法是最早萌芽的方法论。所谓“共同体”，

本为社会学概念，指“依凭血缘、地缘与共同的巫术宗教文化传统和情感、依恋、内心倾向等自然情感

的一致性所形成的联系密切的社会有机体”。① 随着“共同体”这一概念的广泛运用，不同学者给出

了不同定义。刘泽华借“共同体”表示广泛存在于从家庭到国家之间的阶级之外的社会关系。“阶

级—共同体综合分析”法以共同体理论制约简单化的阶级分析，揭示阶级社会复杂的社会关系，既承

认阶级关系的合理性成分，又凸显共同体的复杂性关系。它的旨趣在于突破教条化的阶级分析法，

强调阶级社会中除阶级关系之外也存在其他社会关系。
刘泽华对该问题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他在先秦思想

研究的史学实践中，发现绝对化的阶级分析并不能有效处理先秦思想问题，初步提出“超阶级”的认

识，进而提出“社会性”的认识。1979 年刘泽华就对历史研究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现象进行纠偏，指

出，“从历史总过程看，生产斗争决定着阶级斗争。”②这种认识直接质疑“阶级斗争动力论”，充分注

意到生产力对阶级斗争的制约作用，甚至引发了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论战。对阶级及阶级分析的重

估，使刘泽华在研究思想史的史学实践中突破了既有的研究范式。在分析思想家的阶级属性时，刘

泽华在“许多地方采取了模糊的认识方式来表达，只是指出了政治上的基本倾向，或从总体上说明一

下代表那个阶级或阶层”。③ 这种模糊化的处理实际上是有意为之，因为刘泽华对于阶级分析的认

识有了新的看法，即政治思想在阶级范畴外存在着“超阶级”的内容。他指出，“在阶级社会，政治思

想的核心部分具有最明显的阶级性质。但从政治思想的总体看，又不能全部归入阶级范畴，比如关

于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理论，除有阶级烙印外，还有人类与自然的共同关系问题; 关于社会生活的

认识，也有一些超出了一个阶级的范围，比如调和阶级关系的某些论述，便包含了不同阶级、不同阶

层的要求; 还有一些社会规范是人人需要遵守的，也不好简单地划入某一个阶级范畴之中。”④在“超

阶级”认识的基础上，刘泽华进一步提出政治概念大于阶级概念。他指出，“政治的内容应大于阶级。
政治生活中有一些是具有社会性的。它既有阶级性，又有社会性。这种社会性超出了阶级的局限，

是人类社会共同创造的产物。”⑤“超阶级”“社会性”的提出是对单一阶级分析的突破。此时，这种史

学研究经验还未升华为一种方法论。
第二阶段是 21 世纪初，刘泽华从自为走向自觉，正式提出“阶级—共同体综合分析”法。这种方

法论的凝练和形成，是改革开放以来史学实践和理论思考的产物，也标志着刘泽华方法论思想的进

一步成熟。刘泽华在《历史研究》发表《分层研究社会形态兼论王权支配社会》一文，正式提出了“阶

级—共同体综合分析”。他指出:“社会关系大体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基础性的阶级关系，另一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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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共同体’，它比阶级关系更复杂，其中既有阶级关系的内容，又超越阶级关系。共同体小到一个

家庭，大至民族、国家。基础性的阶级关系是其他社会关系的基础，起着制约作用，但其它社会关系

又有其存在的依据，不能全进入阶级关系之中。据此，是否可以设想一种阶级—共同体分析方

法?”①自此以后，刘泽华自觉地以此为指导进行历史研究。2003 年，他在主编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丛

书·总序》中明确将之作为系列研究的方法: “当我们用‘阶级—共同体分析法’来看待各种政治理

念时，我们既想打破习惯的阶级分析法的狭隘性和直线性，又要保留它的合理性内核; 我们既想吸取

社会分析法，又想避免只谈社会不谈阶级的泛泛性。”②自此，“阶级—共同体综合分析”实现了从经

验到理论再到实践的转化，也完成了从自为到自觉的思想转变。
从内涵上来看，“阶级—共同体综合分析”法重在挖掘历史事实中阶级关系之外的社会内容。这

一内容主要包含两个部分: 阶级之外的关系和不同阶级的共同问题。前者重在说明阶级关系之外的

社会关系。从“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出发，历史人物的分析应该是对历史人物的社会关系的

考察。那么，社会关系是否等于阶级关系? 阶级关系之外是否存在着其他关系? 显然，社会关系不

仅包含阶级关系，也包含血缘关系、政治关系、宗教关系等众多方面。社会关系的广泛性决定了单一

的阶级分析存在弊端。后者重在探究不同阶级之间并不仅是对立和矛盾，也存在着共同性问题。不

同阶级代表着不同利益，利益冲突也会导致阶级之间的斗争和对立。在一定程度上，从阶级斗争的

角度分析历史进程具有合理性。然而，注重阶级之间的对立性，忽视阶级之间的共同性，是教条主义

的体现。实际上，马克思十分注重“共同利益”的问题，注意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关系。在《德意

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多次提到“共同利益”，指称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有时候与私人利益相对，

有时候与阶级利益相对，“共同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首先是作

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③ 马克思在注重阶级的同时，也注

意到阶级在观念上有时也会“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

遍意义的思想”。④ 从这个角度来看，绝对化的阶级分析并非马克思学说的本意。因此，“阶级—共

同体综合分析”是符合历史自身的实际状况的，也是马克思学说中阶级分析法的应有之意。
刘泽华的“阶级—共同体综合分析”是一种理论化的表述，更是一种历史研究经验的总结。正如

刘泽华所言，“有人把庄子视为没落的奴隶主代言人，把庄子的话尽量还原为奴隶主的意志，这种分

析尽管很入微，可是离庄子实在太远了。实际上，庄子的主旨并不是站在这个或那个阶级立场来讨

论政治问题，而是站在自然主义的立场看社会。”⑤

“阶级—共同体综合分析”法，可以说贯穿新时期刘泽华的历史研究中。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方

法存在着思想的延续性，但也明显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主要体现在研究旨趣层面。从

历时的角度看，这一方法前期主要是反思绝对化的阶级分析法，而后期主要是对抛弃阶级分析方法

的反思，后者的核心在于是否承认阶级分析的合理性问题。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唯物史观的发展进

入低潮，⑥阶级分析的合理性也遭到学界的质疑和冷落。刘泽华则始终保持理性的认知，承认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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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仍然有效。他指出，“作为社会经济关系的阶级分析我认为依然是有效的，而且在我看来仍是

最有说服力和解释力的方法……现在许多人把阶级分析方法置于一旁，而多用‘阶层’‘利润分配’
把事情了结。我认为这是一种泼脏水把小孩一同泼掉的现象，很值得冷静思考。”①在这种语境下，

刘泽华“阶级—共同体综合分析”的研究重点从“共同体”转移到“阶级”。
刘泽华注重阶级分析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既有学理层面的考虑，也有对现实的关怀。首先，从

学理来看，是否采取阶级分析的方法，社会中是否存在阶级。社会学的研究表明，“只有参考阶级，阶

级是由经济、社会组织中的社会关系决定的，才有可能理解职业顺序中不断变迁的成分以及相关的

各种形式的特权和劣势地位”。② 这无疑表明阶级是社会关系中的客观存在，也是社会研究中不可

避免的视角。那么，作为研究过去社会的历史学，就有理由承认阶级分析依然存在着合理性。从“唯

阶级论”到“非阶级论”，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史学表现出来的一种倾向。然而，非此即彼绝非理性史

家应有的态度。其次，刘泽华对阶级分析的坚守，并非一种政治表态，而是基于学者对社会现实的关

怀。正是他对现实中社会公平的关注，使他不会轻易抛弃阶级概念。“因为有利益的问题，现在有一

派只讲共同体不再讲阶级，不再讲利益上的问题，只是讲分配，不讲分配当中谁占了便宜，谁占了大

头，谁被剥削。”③刘泽华的“阶级—共同综合体”分析法不仅在于阐释阶级分析所蕴含的合理性因

素，更在于剖析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不公平问题。
综上所述，“阶级—共同体综合分析”是新时期刘泽华史学研究经验的升华和理论反思的结晶。

超越“唯阶级论”，重审社会共同体的作用; 超越“非阶级论”，承认阶级分析的合理性，或许这正是刘

泽华“阶级—共同体综合分析”法独特的理论魅力和现实意义。也应注意，这一方法也存在缺陷。在

理论阐释方面，刘泽华比较注重阶级关系之外的社会关系和不同阶级之间的共同利益，而对阶级内

部的复杂性缺乏必要的重视。如，阶级意识与阶级行为的关系，同一阶级不同阶层间的关系，同一阶

级内部不同阶层或集团也存在差异性，等等。④ 只有对阶级的内外复杂性都有充分的认知，才能把阶

级分析的功效发挥出来。

二、阴阳组合结构

“阴阳组合结构”是刘泽华最具独创性的方法论思想，被誉为“重大的学术发现”。⑤ 这一概念最

初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特质的概括，刘泽华自觉地将之作为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进路与方法。他指

出，“所有命题的含义都在‘组合结构’中呈现，而其特点又是‘主辅组合命题’，所以我又称之为‘阴

阳组合结构’。许多难以清理的问题，用此方法去解析，就不难理出头绪。”⑥因此，“阴阳组合结构”
不仅是对传统思想特质的概括，也是刘泽华进行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与“阶级—共同体综合分析”
是对阶级分析法的继承和发展不同，“阴阳组合结构”没有直接凭借的理论基础，更多的是刘泽华史

学研究经验的总结升华和理论概括。“阴阳组合结构”的宗旨在于揭示中国概念与范畴的混沌性，发

63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刘泽华:《历史怎么才能给我们一些启迪》，《刘泽华全集·序跋与回忆》，第 427 页。
理查德·斯凯思:《阶级》，雷玉琼译，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9—30 页。
刘泽华:《用分析的态度反思历史与现实》，《刘泽华全集·序跋与回忆》，第 407 页。
李振宏、刘克辉:《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01—402 页。
李振宏:《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权主义学派》，《文史哲》2013 年第 4 期。
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综论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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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中国理论命题的组合性，凸显中国传统思想的矛盾性。
依照刘泽华的自述，这一方法的提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① 第一阶段为“边际平衡”说的提

出，以《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对孔子思想的解读为代表。他指出，“孔子打着古老的旗帜，但又不是简

单地要回到陈旧的时代; 他密切注视着现在和未来，但又不是现在和未来的创造者，他总是想把陈旧

的精神注入现在和未来。他所希望的是这样一种局面: 在旧的事物范围内，最大程度的使各种人都

得到满足。我们将他这种思想称之为守旧的边际平衡思想。”②此处提及的“边际平衡”主要是指社

会转型时期对新旧问题的认识，即在新事物与旧事物之间谋求一种平衡的势态。从形式上看，“边际

平衡”和“阴阳组合结构”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二者都注重矛盾双方的共存、共生。但是，结构性关

系、主辅性关系等“阴阳组合结构”的核心要素在“边际平衡”中并没有出现。刘泽华将“边际平衡”
视为“阴阳组合结构”的第一阶段，无疑是一种倒叙式的追忆。在致李振宏的信中，刘泽华明确提出，

“从思路说，‘刚柔结构’是‘阴阳组合结构’的最初表述。”③在这里，“边际平衡”并没有被提及。
第二阶段为“刚柔结构”说的提出，代表性文本为《王权主义的刚柔结构与政治意识》。④ 这一时

期刘泽华提出“刚柔结构”并非空穴来风，而有其学术基础。在完成《先秦政治思想史》后，刘泽华将

眼光聚焦于君主专制主义的理论形态。也正是在此过程中，他面临着如何处理看似与君主专制主义

相矛盾的内容。如尊君论与重民论、人文主义与王权主义、独断论与无为论，等等。以先秦重民思想

为例，刘泽华指出:“先秦思想家在强调君主专制理论的同时，也强调为民，这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重

民思想。但是，在他们那里，君与民并不是对立的两极，而是调和成一种统一体。”⑤从中可以发现，

刘泽华在论述一些重要命题与君主专制的关系时已经注意到了二者既矛盾又统一的一面。类似这

样的分析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中并不在少数，这直接为“刚柔结构”的提出奠定了学术基础。
1987 年，刘泽华正式提出“刚柔结构”，即“王权主义的体系庞大而完备，它的内在构成呈一种刚柔二

元结构。刚是指王权主义的绝对性而言; 柔指的是王权主义的内在调节机制”。⑥ 刚的一面主要宣

扬与强化君权至上，如王是沟通天人的中枢、王拥有一切权力、王是认识的终极裁决者; 柔的一面主

要指对王权进行调节和限制的方面，如天谴论、从道论、崇圣论、尊师论、社稷论、尚公论、纳谏论等。
大致而言，“刚柔结构”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第一，“刚柔结构”讨论的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结

构性的理论形态，并非针对某一具体历史现象和学说，具有时间上的历久性、空间上的弥散性、社会

上的广泛性。第二，“刚柔结构”的潜在重点是承认王权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和核心。中国传

统政治文化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其中，是否存在着一条主线来统摄? 刘泽华持肯定态度，认为“多层

次结构中有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就是不可动摇的王权主义。第三，“刚柔结构”具有调节性和灵活

性。政治文化中存在一系列对王权主义进行规范和限定的概念与范畴，这些内容表面上与王权理论

背道而驰，实质上只是对王权理论的补充。这种自我调节不仅没有对王权进行实质性的损害，反而

增强了王权主义的适应性。
第三阶段为“阴阳组合结构”的提出，代表性文章为《传统政治思维的阴阳组合结构》。“刚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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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提出后，刘泽华对于理论概念的表述有所变化，如“阴阳结构”“主辅组合命题”等。2006 年，他正

式定名为“阴阳组合结构”，指出:“在传统政治思想中，我们的先哲几乎都不从一个理论元点来推导

自己的理论，而是在‘阴阳组合结构’中进行思维和阐明道理。”①在此，刘泽华对“阴阳组合结构”又

予以补充: 一是“阴阳组合结构”不同于对立统一，因为对立统一中所含双方可以转化，但“阴阳组合

结构”的双方不能转化，二者不能等同; 二是“阴阳组合结构”反映了古代政治思维的普遍事实，由于

它本身存在巨大容量，在西方政治思想传入中国以前，这种结构具有稳定性。刘泽华揭示了中国政

治思想的组合性，但并未解释组合命题产生的原因。实际上，“阴阳组合结构”植根于前近代中国特

有的关系社会性质。关系社会的中心在君，一切思路从这里引申和扩充。②

由此可见，在第一阶段，刘泽华的认识还处于一种分析具体问题的状态。第二、三阶段，刘泽华

对理论的命名和表述虽有一定差异，但将其视为一种结构性存在是一以贯之的。“阴阳组合结构”是

“刚柔结构”的进一步表述，二者在理论内涵上是一致的。
“阴阳组合结构”在方法论层面具有两大基本特征。一是强调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命题并非是单

一结构，而是组合结构。组合结构给予中国政治思想更多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进而形成稳定和普遍

的政治理念。二是构成组合结构的两个命题存在主辅关系、阴阳关系，不能转化。这也就表明，对单

一命题的分析和解读不能离开组合命题的整体性视野; 辅助型命题的背后是主导型命题的制约，主

导型命题的背后是辅助型命题的调试。“阴阳组合结构”法的逐渐形成和自觉运用，不仅打开了传统

政治思想的文化密码，呈现出其基本属性和内在结构; 也进一步推动对传统文化的清理，纠正思想史

研究对概念和范畴无限演绎的抽象继承。抽象继承法“用之过分会把历史抽空，会脱离历史实

际”。③ 比如，关于民本，许多学者从传统思想中推导出中国很早就有民主思想，实际上古代的民本

思想处于“君为民主”和“民为邦本”的组合结构中。又如，关于天人合一，有学者演绎出以人为本的

认识，忽视了“天人合一”与“天王合一”的组合结构。④“阴阳组合结构”从政治思想的整体性出发，

有效地避免了抽空历史的学术观念，更好地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批判地继承”的学术精神。
此外，刘泽华在陈述“阴阳组合结构”的来源时，经常会提及“在矛盾中陈述历史”。他说，“马克

思说过的一句话，‘在矛盾中陈述历史’，对我启发很大，那么，如何进一步具体化，到底如何在‘矛

盾’中陈述? 这是我常常思考的问题。”⑤在刘泽华看来，“阴阳组合结构”是马克思“在矛盾中陈述历

史”的具体化。如果对“在矛盾中陈述历史”进行史源学考察，可以发现刘泽华的陈述并非马克思的

原话。1853 年 9 月 3 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正是‘愚蠢的朋友’，才对每个小学生都知道

的东西，即真理通过论战而确立，历史事实从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表示大惊小怪。”⑥通读全信内

容，大致可以了解这句话的文本语境。1853 年《晨报》爆发了一场关于巴枯宁的论战，这次论战是戈

洛文与弗兰西斯·马克思围绕对巴枯宁的评价问题而展开。在论战中，戈洛文颂扬巴枯宁，弗兰西

斯·马克思却诽谤巴枯宁。因此，马克思说“历史事实从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实际上，这一认

识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并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史学界引起了不少关注。但基于对“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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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认识，学者对这句话的理解也存在较大差异。譬如，朱维铮认为，“研究历史，我很赞成马克思在

致恩格斯的一封信里谈历史研究时讲的两句话，一句是: ‘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一句是: ‘历史的

事实是由矛盾的陈述中间清理出来的。’”①朱维铮重视对历史事实的清理，主张“从历史本身说明历

史”，批判那种不顾历史事实的清理而对历史进行政治评价或道德评价。朱维铮着眼于确立历史事

实，认为“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这与马克思的本意是一致的。与此同时，刘泽华也注意到了这句

话，却将“历史事实从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转述为“在矛盾中陈述历史”。这两句话的语法结构

和判断内容迥然有别。马克思所言重在通过清理矛盾的陈述来确立历史事实，而刘泽华所言重在说

明传统政治思想的矛盾性特征。刘泽华将“阴阳组合结构”通过“在矛盾中陈述历史”与马克思建立

起联系，实际上是对马克思原话的误读。这可能是他防御性思维的一种表现。②

无疑，“阴阳组合结构”揭示出传统思想的组合性命题，发掘出辅助性命题并不具有独立性，展现

出主导性命题的调节机制，对于政治思想史研究具有无可替代的方法论意义。然而，“阴阳组合结

构”依然存在一些思考空间。关于“阴阳组合结构”，刘泽华特别指出，“阴阳之间不能转化，特别是

在政治与政治观念领域，居于阳位的君、父、夫与居于阴位的臣、子、妇，其间相对而不能转化，否则便

是错位。”③也正是因为矛盾双方的不能转化，刘泽华使用了颇具中国特色的“阴阳”概念。实际上，

组合命题的双方是否可以转化的问题，应该值得重新认识。双方的“统一”不仅是形式上的组合，在

内涵上也是相通的。以尊君—罪君为例，既然立君为民，君主就要养育万民，否则他就违背了道义，

失去了为君的条件。如此，尊君的观念就会导出罪君观念。与之同理，既然以民为本就要求必须有

有道之君; 实现“天下有道”，必须有圣王的出现。这样的话，罪君观念又可以推理出尊君观念。因

此，“乍看去似乎水火不相容的‘尊君’与‘罪君’，不仅不是对立的关系，反而相辅相成，形成一种自

我圆融的理论结构”。④ 从这个角度来看，组合命题的双方实际上并非是矛盾的，而是浑然一体、体
用合一的，以至有学者提出“一体两用”的概念来说明思想体系的系统性、全息性。⑤ 实质上，“阴阳

组合结构”是揭示组合命题的主次关系，“一体两用”是揭示组合命题的一体关系; “阴阳组合结构”
强调二者不可转化，“一体两用”凸显二者本质互通。相较而言，“阴阳组合结构”分析方法只揭示了

思想系统的矛盾现象，并没有揭示思想系统的一体本质。
总之，“阴阳组合结构”是刘泽华史学方法论中最具思想独创性的认识，是其史学研究经验的总

结。从旨趣来看，“阴阳组合结构”在于阐释中国传统思想缺乏理论元点的思想命题，寻找组合命题

的文化密码，进而反思传统文化研究中的“抽象继承”。同时，“阴阳组合结构”中的“阴阳”是否可以

转化等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三、思想与社会的互动

在新时期社会史复兴的背景下，刘泽华提出“思想与社会的互动”研究法，强调思想史与社会史

两者的汇通。它的提出在于纠正思想史注重思想文本和社会史注重社会实体的问题，对于史学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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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上研究思想与社会的关系起到了示范和引领作用，甚至被视为“90 年代以来中国历史学科不断

发展的标志之一”。①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尤其重视思想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

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

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②马克思所谓的社会存在主要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从存在与意识的关

系出发，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尤其注意与社会史的结合。从史学理论的角度

看，既有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其中，颇具代表性的史家侯外庐就从亚

细亚生产方式入手分析古代思想的发展阶段。他认为，“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倘不了解中国古代社

会史，特别是维新路径的亚细亚的特点，是不可能真正懂得古代思想史的发展规律的。所以，我强调

研究中国思想史，必须以研究中国社会史为基础，把二者结合起来，才会有所收获。”③社会史是思想

史的基础，在《中国思想通史》的篇章设置中，侯外庐首先讲述某一时期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思潮，然后

是思想状况。这种先社会后思想的布局，体现的是存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研究思路。从中也可

以看出，思想与社会的关系主要是反映关系。
刘泽华的思想史研究表现出异于传统唯物史观研究的诸多面向。④ 比如，“思想与社会互动”法

虽然也是讨论思想与社会的关系，但讨论的重心与侯外庐迥然有别。在刘泽华看来，社会与思想的

关系是“互动的，是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很难说哪个在先，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是要讲一些

可操作性的提法，也就是社会与思想互动”。⑤ 从这里可以看出，刘泽华强调的是互动关系。这与侯

外庐强调的反映关系是不同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刘泽华并不反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只是

与之有不同的侧重点。他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大的道理如果从长时段来看，我基本上

还是认同的。”反映关系是从理论意义上讨论整体思想形成的社会根源; 互动关系是从实践意义上分

析思想学说与社会环境因素的交融。二者并不冲突，而是互补。刘泽华“思想与社会的互动”虽然与

以往研究的侧重有所不同，但主要是“在已有的基础上如何把研究再向前推进”。⑥

从学理的角度看，“思想与社会互动”法是对思想与社会关系研究的一种深化。“社会存在决定

社会意识”是从整体性、普遍性、宏观性层面讨论思想与存在哪个是第一性的问题。但是，在具体分

析时，思想的状况则更为复杂。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联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多层次

的”。⑦ 譬如，在同一社会存在的前提下，不同思想家的思想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同一思想家的思

想在不同阶段也会发生转变; 不同的社会存在会不会产生同一类型的社会意识; 社会意识在某些情

况下对于社会存在的影响甚至是关键性的，等等。互动法更好地应对了具体分析中的复杂性状况，

因为它在社会存在的前提下，更加关注思想意识的社会语境，以及思想意识对社会状况的影响。
除了学理层面，刘泽华提出“互动法”还具有对学科分化的纠偏功能。尤其是在学科越来越细

化，愈加专题化、专门化的当下，“我们在学科上常常把一些东西分开，这是研究物的，那是研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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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研究物时不见思想，不见观念; 反之，也不见物”。① 但是，历史本身是浑然一体的，历史的整体性

要求历史研究必须以整体思维来处理问题。本来只是为学术分工而展开的学科化、专门化研究，却

限制了史家的思维，这与历史研究要求的整体性思维背道而驰。譬如，“思想史研究的大抵主要是研

究思想家的文本、思想逻辑、学术传承和抽象继承，相对而言，很少注重与社会历史的关系; 社会史研

究的主流是社会的实体问题，相对来说，疏于与思想的结合”。② 这就亟需打破学科壁垒，从整体性

出发考察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之间的沟通与互动。因为，“分科是为了治学，但治学不是为了分科，更

不是巩固学科，而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③如此，“思想与社会的互动”法打破了思想史与社会史

研究之间的学科隔阂，从问题的整体性出发，考察思想的物化和物化的思想。
此外，互动法的提出正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特质的准确评估。从文化特质来看，中国历史的一个

突出特点就是世俗化。这种世俗化带来的就是中国思想家注重社会现实问题，而较少关注超社会的

彼岸问题。因此，“终极关怀、价值体系、知识体系、政治体系、社会体系之间是一种一体化的关系。
其间虽然不无矛盾和对立，但主流是合一和相通的。这在传统思想中有极其明确的表述”。④ 这与

西方思想注重思维和存在、普遍性和特殊性、本质和现象、偶然和必然的抽象概念迥然有别。中国思

想注重人的社会问题，如人生、伦理、政治、社会等。这一点成为清末以来学人的共识，如刘咸炘指

出:“惟中人于人生社会之原理则讲之甚详，精透之言多为西人所不及。”⑤但是，他们着眼于中西学

的比较，并未衍生出思想史的方法论。刘泽华从天人合一、知行合一、道器不二、体用不二等表述，揭

示了思想与社会的一体化特征，提炼出思想与社会的互动研究法。
大体来讲，刘泽华的“思想与社会的互动”研究法主要包含三个层面。
一是思想的社会性。思想的社会性着眼于思想学说的外在社会语境和内在社会阶层。就外在

社会语境言，思想并非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自主的领域，思想的产生有其特定的社会语境。那种把思

想发生的过程视为“自主过程”的看法，在历史研究中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因为它忽略了思想只是

历史的一部分，思想与历史的其他部分有着密切的关联。当思想家面临不同的社会语境，就会产生

不同的思想。思想史家本杰明·史华慈对此也颇为认同，指出思想史的核心问题就是人们对于他们

所处“环境”的有意识的反应。这里的“环境”很大程度上是“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之内特殊的社会与

文化的环境”。因为，“人们总是生长在特殊的社会之中，具有特殊的制度、特殊的文化背景、特殊的

思想潮流等”。⑥ 思想的社会语境是思想社会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内在社会阶层言，思想史不只

是对思想家进行研究，应关注不同社会阶层的思想状况。刘泽华明确提出对思想进行“分层研究”，

指出，“在传统中国，各个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均有不同的利益要求和政治期盼，表现为不同的价值

取向和行为模式，因而需要进行分层研究。”譬如，从农民阶层、士人阶层、商人阶层、宗教团体等不同

视角对思想进行多维透视。⑦ 另外，思想尤其是统治思想是自上而下向社会大众灌输的。重政治与

重伦理的思想特质必然会导致思想走向社会，以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与社会人伦的和谐。从这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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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出发，统治者就会利用制定制度、弘扬官学、表彰楷模、惩处失范等方式向社会大众输出思想。“这

些手段对民间社会意识的影响极其广泛而深刻，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实现统治思想的民俗化。”①

二是社会的思想性。社会的思想性主要是指社会观念向思想界输入，以及社会现象折射思想观

念。就前者而言，民间的社会观念、文化资源等会通过各种途径向思想界输入。思想的主要呈现者

是精英，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在于，思想的生产完全属于精英吗? 实际上，并非如此。民间的社会

观念和文化资源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也会为思想的形成提供资源。“从发生学的角度看，通常大众

文化、民间学说在前，统治方略、官方学说在后，统治思想是在不断采择、吸收、加工、整合各种大众文

化、民间意识、私家学说的基础上形成和演变的。”②如此，社会观念就会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融合于精

英思想。就后者讲，社会上的各种文化现象实际上体现着独特的思想内涵，是“思想文化建构的结

果”。③ 这就要求学者对于社会大众的生活方式、风俗、行为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社会的层面，而是

要挖掘背后蕴含的思想观念。如，“家庭、行会、结社、团体、秘密会道门、宗教、师生、朋党等社会组织

观念”，旌表牌坊、神位祠堂、神物等物化标志所蕴含的观念。
三是社会与思想的同一性。如果说思想的社会性与社会的思想性仅侧重某一方面的研究，那

么，社会与思想的同一性就在于凸显既不属于社会也不属于思想的共享共有课题，如社会思潮、文化

典型、思维方式、社会性的政治思想范式等。以文化典型为例，那些根据特定历史人物加工塑造的文

化典型，很难说是社会的，还是思想的，往往是上下互通、官民共享、精英与大众共享的现象。孔子、
诸葛亮、关羽、包拯等既是历史人物又超越人物原型，获得全社会的膜拜和敬仰。刘泽华借用“一分

为三”的观念来说明“要研究超乎思想与社会也容有思想与社会的那个‘三’。换句话说我们要研究

的重点既不是‘形而上’，也不是‘形而下’，而是联结上下并包容上下的形而‘中’”。④ 这种哲学式

的理论概括凸显了社会与思想浑然一体的特性。
“思想与社会的互动”研究法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刘泽华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从自为到自觉的

演变历程。大体来看，20 世纪 80 年代，刘泽华已经开始从事社会史与思想史的互动研究，尝试分析

作为思想源泉和社会阶层的士。21 世纪初，他开始有意识地倡导和实践“思想与社会的互动”，组织

“思想与社会学术讨论会”、主编《中国社会史丛书·政治理念与中国社会》和《中国思想与社会研

究》集刊。如果说前一阶段是自为，那么后一阶段就是自觉。这种自觉一方面是在反思既有研究过

分专门化的局限，另一方面是基于对整体性研究的理论思考。所以，思想与社会的互动法不仅可以

深化和扩展中国思想史、社会史的研究，而且可以“提高历史学的整体研究水平，深化对中国社会历

史的认识”。⑤ 在此有必要说明，刘泽华的互动法不仅揭示了思想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更在于呼唤对

“整体研究”的关注。历史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质就是整体性和综合性，“从整体性的角度看问

题，是历史学研究所必须的思维品质”。⑥ 他指出，“对历史进行整体研究才能更准确地对历史进行

定位，有了比较准确的历史定位，我们才有较确定的历史‘对话’对象。”⑦显然，无论思想研究还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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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研究，都是历史的一部分。历史存在的整体性和历史研究的专门化之间的矛盾是史学界一直存在

的问题。刘泽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并不单纯追求整体或专门，而是注重专门基础上的整体、整体视

野下的专门。“思想与社会的互动”法就表达出这种史学旨趣。
可以说，刘泽华的“思想与社会的互动”法是新时期思想史研究的新创获。它的提出，一方面是

基于学理层面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进一步推进，另一方面也是对学科分化带来的专门化、
专题化等局限性的反思。它凸显思想的社会性、社会的思想性、社会与思想的同一性，倡导一种思想

与社会互动的整体研究。这对于纠正当下学术研究的碎片化弊端具有重要意义。

余 论

在新时期的史学实践中，刘泽华具有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在史学研究经验的总结和升华中提炼

出“阶级—共同体综合分析”“阴阳组合结构”“思想与社会的互动”等方法论思想。除此之外，刘泽

华的史学著述还体现出注重实证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特征。刘泽华的史学深受南开大学实证史学

的影响，尤其是郑天挺对其注重实证研究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他回忆说:“郑先生提出要有两万张卡

片方可写书、著文; 又说，收集史料如捉贼，稍纵即逝，不可放过。这成了我终生的‘立命方’。”①从史

学著述来看，刘泽华的史学表现出浓厚的实证精神。同时，刘泽华非常明确政治思想史研究是一个

跨学科的课题。在一定程度上，他也吸收了政治学、社会学的概念和方法，如政治哲学、社会模式、共
同体等。但是，我们是否可以视之为方法论呢? 有学者指出，刘泽华“在问题导向的学术研究中逐渐

自觉地走向了跨学科研究”。② 不可否认，刘泽华的研究确有一些跨学科的内容。但是，跨学科显然

不是刘泽华史学方法论的应有之义。并且，刘泽华明确指出:“对政治哲学可以有不同的研究方法与

目的，比如历史学的，政治学的，社会学的等等。我身忝列历史学行列，所用的方法主要是历史学

的。”③从其史学著作中也可以发现，刘泽华的史学方法主要是历史学的方法，并不具有显著的跨学

科特征。刘泽华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注重实证和其他学科的概念。但是，在方法论层面，这显然不

是刘泽华的方法论思想。因为方法注重具体的手段、策略和技巧; 而方法论则是对具体方法的理论

化、系统化概括。
通过对刘泽华史学方法论思想的总结，可以发现其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刘泽华的方法论

思想与唯物史观有着密切的联系。刘泽华的史学思想体系具有独特的学术个性，但也不能因此就轻

视乃至忽视唯物史观对刘泽华史学的影响。他称，“对于马克思主义，从前我信，而今而后我仍认为

它对历史的解释功能远远优于其他的‘主义’和方法论。”④可以说，刘泽华的方法论思想与唯物史观

有着密切的联系。首先，阶级在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阶级—共同体综合分析”
是对阶级分析法的继承和反思。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中，嵇文甫、吕振羽、侯外庐等皆注重阶

级分析法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运用。但是，他们对于思想中阶级之外的内容关注不多。刘泽华的

“阶级—共同体综合分析”一方面是对阶级分析法合理性因素的继承，另一方面是对阶级分析法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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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反思。实际上，阶级分析法在承认阶级利益的同时也承认共同利益。因此，刘泽华的“阶级—共

同体综合分析”克服了教条化阶级分析法的局限，呈现出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法的本来意蕴。其次，阴

阳组合结构的形成也与唯物史观有一定的联系。刘泽华在论述阴阳组合结构的思路时，指出主要是

受“在矛盾中陈述历史”的启发。他说，“马克思说的‘在矛盾中陈述历史’，这是我从始至终遵循的

分析问题的基本思路。”①再次，关于社会与思想的关系，也是唯物史观关注的重点。马克思一直强

调思想意识不是“从天国到人间”，而是从“人间到天国”。“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

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②马克思反对纯粹抽象地谈思想意识，而要从社会

生活的角度考察思想意识的产生与发展。实际上，社会生活与思想意识之间的关系正是唯物史观所

要讨论的。刘泽华的“思想与社会的互动”与马克思学说的侧重虽有不同，但都是对社会与思想关系

的讨论。作为刘泽华的学生，葛荃注意到“泽华师是比较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自喻‘马克思主义在我

心中’。他的方法论基础是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③ 这种认识难能可贵地注意到刘泽华方法

论思想与唯物史观之间的紧密关联。
其二，刘泽华的方法论思想是基于史学实践的理论化表达。史学方法论建构主要有两种路径:

一种是着眼于史学理论的解析，另一种是基于史学实践的概括。刘泽华的方法论思想属于后一种路

径。他的方法论思想源于史学经验，又进一步有意识地指导史学研究实践。他的“阶级—共同体综

合分析”“阴阳组合结构”“思想与社会的互动”等大多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萌芽，并在此后的史

学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和提炼，最终形成了方法论思想。如，关于阶级，刘泽华最初发现在政治思想中

不仅有阶级的内容，还有阶级之外的内容。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政治”概念大于“阶级”概念。这

些大抵是在史学实践中的感性认识。然而，他并不局限于此，而是进一步进行理论思考，借鉴社会学

的共同体理论，修正阶级分析的不足，用“共同体”来概括阶级之外的内容，最终形成“阶级—共同体

综合分析”。“阴阳组合结构”大概也经历了“有机的统一体”“刚柔结构”“主辅组合命题”等不同阶

段。可见，刘泽华具有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并主动对史学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和阐释。这种方法论思想

不仅推动了刘泽华的史学研究，还形成了当代中国颇具方法论特色的王权主义学派。④ 这充分表明

从自为走向自觉不仅是史学方法论建构的重要路径，也是历史研究者应具备的学术品质。

( 作者宁腾飞，河南大学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研究中心、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邮编: 475001)

( 责任编辑: 张舰戈)

( 责任校对: 廉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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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泽华:《从观念定势中走出来的尝试: 研讨历史的思想自述之三》，《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3 年第 5 期。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52 页。
葛荃:《刘泽华先生的治学与思想视界》，《南开学报》2019 年第 5 期。
李振宏:《在矛盾中陈述历史: 王权主义学派方法论思想研究》，《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7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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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s through scholarly reasoning. It will outline the trajectory of how China stood up and once again
became a rich and powerful nation. To follow this logic，one must recognize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scholarly system is the premise of building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 this system，
one combines the civilization in the East with the one in the West and creates“The Third Civilization”，
which，in other words，is the“New Civilizational Entity”. To put this into practice，we must transcend
East /West differences and launch a new discourse system and a new academic system that are
complementary to each discipline. The progress with time is the unique natur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rough this process，it will offer us continuous guidance and provide us with energy and wisdom to
understand and reform the world.

The Problem of Western-centrism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Discourse System of
Historiography / / Gu Luanzhai

In developing Chinese discourse system of historiography，we need to overcome Western-centrism. To
do so，we must first and foremost grasp the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basis for Chinese historiography. We
need to familiarize ourselves with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spread of Western-centrism in China，to
evaluate its current state of existence，and assess the difficulty of challenging it. Neither Western-centrism
nor Chinese discourse of historiography is merely a purely theoretical issue. Instead，their existence is
inseparable from national strength. Therefore，while discuss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ystems，one
needs to address the question of national strength.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discourse of historiography
should be carried out on the basis of re-understanding Chinese and Western histories，because Western-
centrism has formed extensive and in-depth influence and imposed great constraints on historical research in
China. To evaluate Western-centrism，we should adhere to historical dialectics. On the one hand，the
foundation of this system must be negated，deconstructed，transcended，and even subverted; on the other
hand，we must also acknowledge those reasonable，positive，and valuable elements，and absorb or utilize
them as resources to construct our own system.

Liu Zehua and His Historical Methodology / / Ning Tengfei

Liu Zehua is one of the leading scholars who command the highest level of methodological awareness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the new period. He proposed a series of historical methods such as
“Comprehensive Class-Community Analysis”“Yin-Yang Structural Analysis”and“Thought and Society
Interaction”. The Comprehensive Class-Community Analysis not only recognizes the rationality of class
relations，but also highlights the elements beyond class relations of the community. Its goal is aimed at
transcending binary between “class-only theory” and “non-class theory”. The “Yin-Yang Structural
Combination”method reveals the combined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ideological propositions，
highlights the lead-support dynamic in the Yin-Yang relationship，and corrects the fallacies in the abstract
inheritance in the study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The method of“Thought and Society Interaction”highlights
the sociality of thought，the ideologicality of society，and the homogeneity of society and thought，aiming to
break down the academic barriers between different scholarly disciplines and across different academic
fields. Liu Zehua's historical methodology has two characteristics: appreciation of the illuminating natur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promotion of the theoretical generalization of historical practice.

On Kenneth Onwuka Dike's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African History / / Cao Fengyu，Hou Li

Kenneth Onwuka Dike is a prominent historian of Africa. His contributions to African historiography
are mainly focused on three aspects. First，by virtue of the innovative use of oral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the emphasis on historical subjectivity of native African residents，he established national historiography of
Africa，which forcefully countered the long-existing prejudice on Western academic circles of“Africa has
no history”. Second，through his effective leadership of the History Department in the University of Ibadan
and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Nigeria，Dike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training of Africa's first generation of
indigenous historians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Ibadan School of History. Third，he also proposed many
significant academic points of view in the history of Nigeria，primarily concerning the origin of the people in
the Niger Delta，the politics of indigenous societies，the slave trade with the West，and the activities of
Western missionaries. At the same time，he also mad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preservation of
Nigeria's local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the whole，Dike's work is the product of his times. While he
remains neutral in his scholarly position，he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future African
histor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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